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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某搬迁有机化工厂的污染土壤为研究对象，以氯苯类、硝基苯类等为模型污染物，开展生物堆技术修复有
机污染土壤的现场试验研究，考察不同工艺条件下污染物降解情况。结果表明：（１）生物堆现场试验运行６９ｄ污染物
降解率为８２．８％～９９．０％，对照组为２５．２％～４６．２％；（２）加入１．０％（质量百分比）秸秆和２．０％（质量百分比）菇渣
作为土壤结构改良剂能有效改善生物堆通气性和持水性，有利于堆体升温和微生物增殖，提高有机污染物降解速率；

（３）本现场试验的最优工艺条件“１．０％秸秆＋２．０％菇渣＋主动曝气＋底部被动曝气＋翻堆”具有最佳环境效益和经
济效益，技术成本 ６７３元／ｍ３；（４）采用投加高浓度菌剂的生物强化未能显著提高污染物降解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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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城市工业布局调整要求污染较重企业搬迁出主
城，遗留大量被污染的土地，在城市土地置换中改变其用地性

质后进行再开发利用。我国有关法规要求工业污染土壤须经

过治理和修复，符合未来用地标准后方能开发建设。土壤修

复是使遭受污染的土壤恢复正常功能的技术措施，常用方法

有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１－６］。生物修复是利用微生物的

新陈代谢过程，直接以有机污染物作为代谢底物，或者利用共

代谢途径将有机污染物降解为ＣＯ２、Ｈ２Ｏ或其他无毒、低毒产
物，从而实现有机污染土壤的修复［７－９］。生物堆法是传统堆

肥和生物治理技术的结合，近年来国内外普遍采用生物堆法

处理工业污染土壤［１０－２９］。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等的试验表明，石油污染
土壤经过生物堆置后可减少石油含量７１％［３０］。姜林等在北

京某焦化厂建立处理能力为４５０ｍ３的生物堆，对多环芳烃污
染土壤进行８个月的修复，１６种多环芳烃的平均去除率均大
于６５％［３１］。生物堆法在工程应用上一般通过生物刺激和生

物强化２种方式来提高有机污染物降解率。生物刺激即通过
一定工程措施优化土壤微生态环境，主要包括提供电子受体、

调节土壤含水率及ｐＨ值、投加适量的营养物质等，促进微生
物繁殖。生物强化即向土壤中投加菌剂以增加具有特定降解

能力菌类的种群数量，增强微生物的活性从而达到降解污染

物的目的。

本研究供试土壤为南京地区常见的粉质黏土，黏粒含量

高，堆置后密实、孔隙度小，不利于堆体内部土壤的通气充氧，

严重影响好氧微生物的新陈代谢，需要加入土壤结构改良剂以

改善堆体的疏松度和通气性，避免堆体内出现厌氧区域。秸秆

是成熟农作物茎叶（穗）部分的总称，含有大量的有机质、氮、

磷、钾和微量元素，粗纤维含量高达３０％～４０％［３２－３４］。菇渣是

食用菌菇生产余下的废料，含有丰富的粗蛋白、菌体蛋白、氮磷

以及有机质等营养物质，还含有钙、钾、硅等矿物质，是安全的

有机肥料［３５－３７］。秸秆和菇渣具有疏松多孔的物理性质和一定

的物理强度，是良好的土壤结构改良剂。本研究将农业生产的

废弃物秸秆和菇渣作为土壤结构改良剂应用于生物堆修复有

机污染土壤，在南京市某搬迁有机化工厂内构建处理规模

１００ｍ３的生物堆现场试验工程，对氯苯类及硝基苯类污染土
壤进行６９ｄ的修复，研究了３种运行工艺下主要污染物降解
情况，并通过经济成本分析，探讨最优工艺路线。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本研究供试土壤取自南京某搬迁有机化工厂的生产车间

地下２～５ｍ。原土理化性质如下：粉质黏土的黏粒含量约
２５％，孔隙度 ０．４３，垂直渗透系数 ２．８８×１０－７ｃｍ／ｓ，ｐＨ值
７．９～８．３，含水率 ２５％ ～２８％，有机碳 １．９％，碱解氮
３８ｍｇ／ｋｇ，速效磷１５ｍｇ／ｋｇ，微生物菌群数量２．１×１０３～１．６×
１０４个／ｇ。秸秆、菇渣、氮肥以及磷肥购自南京宁粮生物肥料
公司。微生物菌剂由江苏麦可博生物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对原土的微生物进行驯化和扩大培养制成。主动曝气管为直

径１０ｃｍ的ＰＶＣ管，钻孔密度２０～５０个／ｍ。被动曝气系统
由软式透水管构成。立体被动曝气系统获得专利授权（专利

号：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５６８５７４．Ｘ）。
１．２　室内土柱试验

供试土壤用锤子敲碎后过２ｍｍ筛网；秸秆剪切至长度
１ｃｍ；菇渣破碎打散；ＰＶＣ管（长度２０ｃｍ，内径４．５ｃｍ）用纱
布封底。天平称取１８０ｇ原土，按照试验设计比例添加秸秆
和菇渣，混匀后填入 ＰＶＣ管，填充时保持压实程度与土柱体
积一致。将土柱固定在铁架台上，自上方缓缓加入 １００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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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柱渗出水流入下方烧杯，用天平称量烧杯质量。

１．３　生物堆构建
在南京市某搬迁化工厂内构建４个生物堆（长８ｍ，宽

３ｍ，高２ｍ），分别称为１～４号堆。现场试验运行６９ｄ，处理
污染土壤约１００ｍ３。１号堆（对照组）由原土堆置；２～４号堆
在建堆时充分洒水，添加适量氮肥、磷肥，使土壤Ｃ∶Ｎ∶Ｐ约

为（１００～１２０）∶１０∶１，同时掺混１％（质量百分比）秸秆和
２％（质量百分比）菇渣。４号堆在建堆时和第４７天投加５０Ｌ
微生物菌剂。２～４号堆体中间埋设数根主动曝气管，两端开
口伸出堆体外与大气连通。２号堆体内部埋设立体被动曝气
系统，可以通气、通水。３号堆及４号堆仅底部铺设被动曝气
管。各生物堆运行工艺条件见表１。

表１　各生物堆运行工艺方案

堆体

土壤改良剂（％） 营养物质

水分

曝气条件

秸秆 菇渣 氮肥 磷肥
主动

曝气

被动曝气（风量２ｍ３／ｈ）
底部 立体

翻堆
投加菌剂

（５０Ｌ／次）

１号堆（对照）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２号堆 １ ２ 建堆时添加适量 每天洒水、隔天立体

曝气系统通水

有 每天间歇曝

气１２ｈ
每天间歇曝

气１２ｈ 无 无

３号堆 １ ２ 建堆时添加适量 每天及翻堆时洒水 有 每天间歇曝

气１２ｈ 无
第２３天和
第４７天 无

４号堆 １ ２ 建堆时添加适量 每天及翻堆时洒水 有 每天间歇曝

气１２ｈ 无
第２３天和
第４７天

建堆及

第４７天

１．４　测定项目及方法
１．４．１　室内土柱试验　记录土柱第１滴水渗出时间，每隔
１ｍｉｎ检测土柱渗出水总质量。称量加水前和试验结束时土
柱质量，二者差值即为土柱涵养水分质量，代表了土柱最终持

水能力。

１．４．２　生物堆现场试验　堆心距地面约１ｍ处插入温度计
测定土壤温度并记录。定期采集距地面约１ｍ处的堆心土
壤，每次采集３个样品，数据处理时取平均浓度。１，４－二氯
苯检测方法为 ＵＳＥＰＡ８２６０Ｃ；硝基苯、对／邻硝基氯苯的检测
方法为ＵＳＥＰＡ８２７０Ｄ；微生物菌落数测定方法为平板计数
法，微生物菌剂培养方法参照文献［３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确定秸秆和菇渣的最佳配料比
２．１．１　不同比例秸秆的土柱渗水性及持水性　考察秸秆添
加比例为０．５％、１．０％、２．０％（质量百分比）时土柱的渗水性
及持水性。不同土柱渗水量与时间的关系见图１；不同土柱
最终持水能力见图２。

　　图１显示，起初土柱渗出水量与时间呈线性上升关系，斜
率表示渗出速率。到某个“拐点”后渗出水量不再随时间而

增加，视作“渗水 －持水”平衡点。渗出速率大小顺序是：
１０％秸秆土柱＞２．０％秸秆土柱＞０．５％秸秆土柱 ＞原土柱。
图２表明随秸秆比例增加，土柱持水能力降低。原土柱的一

部分水滞留表面至试验结束时仍不渗出，从而导致该土柱质

量最大。１．０％秸秆土柱最先渗出第１滴水，渗出速率最大，
且最快达到“渗水 －持水”平衡点，其最终持水能力仅比
０５％秸秆土柱低１０％。我们认为，添加１．０％秸秆改善土柱
内部空隙度，利于流水通过，其渗水性能和持水能力较适宜。

２．１．２　１．０％秸秆与不同比例菇渣的土柱渗水性和持水性　
本试验固定秸秆添加比为 １．０％，考察菇渣添加比例为
０５％、１．０％、２．０％（质量百分比）的土柱渗水及持水性能。
不同土柱渗水量与时间的关系见图３；不同土柱最终持水能
力比较见图４。

　　图３、图４显示固定１．０％秸秆，随着菇渣添加量增大，土
柱渗水速率增大、最终持水能力增强。“１．０％秸秆 ＋２．０％
菇渣”土柱的渗水速率最快，最终持水能力比１．０％秸秆土柱
增大３０％。我们认为，秸秆和菇渣改善了土柱内部孔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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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利于流水通过，而且涵养水分能力增强，可作为土壤结构

改良剂。水流通过土柱的速率间接反映了生物堆曝气过程中

空气在堆体中的流通速率，据此确定１．０％秸秆＋２．０％菇渣
为生物堆现场试验的最佳配料比参数。

２．２　生物堆修复有机污染土壤现场试验结果
２．２．１　温度变化　生物堆堆心温度高低可大致反映土壤微
生物的活性。各堆心温度变化如图５所示。现场试验运行
６９ｄ期间，气温变化范围１９～３５℃，１号堆（对照组）是原土
堆置，温度范围１８～２７℃，与气温接近。２号堆经历了２个
“升温—降温”周期，分别在建堆后、第 ２０天。２号堆采用
“主动曝气＋立体被动曝气 ＋不翻堆”工艺。建堆时按照表
１中各项工艺方案为土著微生物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
菇渣可增加土壤有机碳含量，为微生物的新陈代谢提供充足

的碳源，微生物菌群迅速增殖、消耗有机碳并散发热量使得堆

心温度快速上升。我们认为，在温度较低的秋、冬季节构建生

物堆时，适量加入秸秆和菇渣能有效刺激微生物新陈代谢，提

高堆体温度，有利于微生物分解有机污染物。３号堆经历了３
个“升温—降温”周期，分别在建堆后、第 ２３天（第 １次翻
堆）、第４７天（第 ２次翻堆）。３号堆运行工艺是“主动曝

气＋底部被动曝气 ＋翻堆”。翻动土壤一方面起到充氧作
用，另一方面也使堆料均匀混合，堆体内部各处微生物菌群均

能获得良好的生长环境，加之补充水分，每次翻堆后都能引发

新一轮的微生物增殖。因此，定期翻堆能改善堆体内部微生

态环境，有利于提高微生物活性，促进对有机污染物的降解。

４号堆经历３个“升温 －降温”周期，分别在建堆后、第２３天
（第１次翻堆）、第４７天（第２次翻堆）。４号堆的温度、每次
升温幅度和峰值都没有超过２号堆和３号堆，说明微生物新
陈代谢及活性并非期望的“被强化”。将培养基上驯化和扩

大培养的高浓度微生物菌剂投加到土壤中不能完全适应自然

环境，使得微生物增殖不显著（如表３中微生物菌群数量）。
因此，采用生物堆技术修复高浓度和难降解有机污染土壤时，

需要有针对性地筛选和驯化优势菌种，并充分考虑其在自然

环境中的适应性，方能体现生物强化的优势。

２．２．２　微生物菌落数变化　现场试验运行６９ｄ期间各生物
堆土壤微生物菌落数变化情况如表２所示。原土堆采集３个
土样，分别测定微生物菌落数为６．５×１０３、２．０×１０３、１．６×
１０４个／ｇ，取平均值８．２×１０３个／ｇ。

表２　不同运行期各生物堆微生物菌落数

堆号
菌落数（个／ｇ）

原土 运行１ｄ 运行８ｄ 运行１７ｄ 运行４４ｄ 运行６２ｄ
１号堆（对照组） ８．２×１０３ ８．７×１０５ ７．０×１０５ ５．９×１０５ ２．０×１０４ ９．３×１０３

２号堆 ８．２×１０３ １．１×１０６ ２．３×１０６ ２．９×１０６ ３．０×１０６ ５．５×１０６

３号堆 ８．２×１０３ ９．５×１０５ ６．４×１０７ １．２×１０７ ３．４×１０７ ２．８×１０７

４号堆 ８．２×１０３ ７．３×１０５ ５．３×１０６ ３．２×１０６ ９．４×１０６ １．８×１０７

　　表２显示，现场试验运行６９ｄ期间，２～４号堆的微生物
菌落数均比１号堆高１～３个数量级。２号堆的微生物菌落
数保持在１０６数量级。３号堆保持在１０７数量级，其增殖速度
最快数量最多，表明３号堆的工艺条件最适宜微生物生长，其
新陈代谢活跃，图５显示３号堆体温度最高也可证实。４号
堆在建堆时投加了微生物菌剂，但是运行前期新陈代谢水平

并未迅速提高，图５显示４号堆温度未超过２号堆、３号堆可
证实。结合堆体温度、微生物数量和污染物降解速率，４号堆
投加高浓度微生物菌剂的生物强化作用未达到预期效果。

２．２．３　有机污染物降解情况　以原土中检出率和浓度较高
的１，４－二氯苯、硝基苯及邻／对硝基氯化苯为模型污染物说
明生物堆的降解效率（表３）。降解率 ＝（建堆时浓度值 －运
行结束时浓度值）／建堆时浓度值 ×１００％。表３显示，１，４－
二氯苯、硝基苯及邻／对硝基氯化苯在２～４号堆的降解率均

显著高于１号堆。运行结束时，２～４号堆的降解率区间是
８２．８％～９９．２％，１号堆是２５．２％ ～４６２％。运行３０ｄ时３
号堆的降解率几乎与６９ｄ时相同，而此时２、４号堆的降解率
则远远低于运行６９ｄ水平。

３　讨论

３．１　不同运行工艺对降解有机污染物的影响
３．１．１　生物刺激对修复效果的影响　１号堆是原土堆置，堆
体平均温度２１℃，与气温接近，其微生物菌落数比３号堆低
了２个数量级，３种有机污染物的自然降解效率低。２号堆和
３号堆采用生物刺激方式，表１中的各种强化措施如土壤结
构改良剂秸秆和菇渣、主动曝气及被动曝气系统的持续供氧

等，均为好氧微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繁殖条件，增强其新陈

代谢水平和活性，从而提高微生物分解有机污染物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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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运行期各生物堆的污染物降解率

污染物

降解率（％）
１号堆 ２号堆 ３号堆 ４号堆

运行３０ｄ 运行６９ｄ 运行３０ｄ 运行６９ｄ 运行３０ｄ 运行６９ｄ 运行３０ｄ 运行６９ｄ
１，４－二氯苯 １２．０ ２５．２ ７０．１ ９３．８ ９７．０ ９７．３ ８７．６ ９７．４
硝基苯 ５．８ ４６．２ ４８．８ ９７．５ ９９．０ ９９．５ ５６．４ ９９．２
邻／对硝基氯化苯 ２２．２ ３７．２ ４９．８ ８２．８ ９１．７ ９６．５ ２３．９ ９２．９

运行期堆体温度范围３５～６２℃，处于微生物新陈代谢最佳温
度范围内。菇渣在生物刺激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第一，菇渣

是良好的土壤结构改良剂，建堆时与秸秆一起掺混提高了土

壤的通气性和持水性，有利于堆体通气供氧和涵养水分；第

二，菇渣增加了易降解有机质含量［６］，微生物菌群利用有机

碳时散发的热量有助于提高堆体温度，以达到适宜微生物生

长繁殖的温度范围４５～６５°Ｃ［２４］。第三，菇渣富含大量微生
物菌群，在适宜条件下可产生真菌（现场试验观察到堆体表

层有白色的真菌子实体），形成更长的食物链和更复杂的生

态系统，其共代谢作用也有利于提高修复效果。

３．１．２　不同运行方式对修复效果的影响　２号堆和３号堆
运行工艺分别是：“立体被动曝气 ＋不翻堆”、“底部曝气 ＋
翻堆２次”。表４显示，虽然运行结束时２个堆的污染物降解
率相近，但２号堆在运行３０ｄ时的降解率远远低于６９ｄ水
平，而此时３号堆几乎与６９ｄ水平相同。由此可见，３号堆的
污染物降解速率最快。分析原因，翻动土壤能改善堆体内部

土壤均质性，利于均匀曝气供氧、微生物密度均匀。２号堆的
“不翻堆”工艺存在不足：粉质黏土堆置时破碎程度不一，秸

秆和菇渣掺混时无法保证均质。这种堆料分布不均，一方面

使营养物质分布不均匀，微生物生长不均衡；另一方面会导致

曝气不均匀，空气会向堆体内部空隙大的地方流动，形成“优

先通道”，这部分土壤周围干燥，而其他区域土壤则供氧不

足，导致微生物生长繁殖受限制，从而影响污染物的降解效

率。从经济角度分析，定期翻堆增加了人工费，但是在大规模

工程应用时，此费用可以摊薄，对该技术成本影响不大。

３．１．３　生物强化作用对修复效果的影响　４号堆与３号堆
工艺的区别是增加了投加高浓度微生物菌剂的生物强化方

式。试验设计时预期达到更快降解速率。但是表４显示运行
３０ｄ时４号堆的降解率远远低于３号堆；图５显示，４号堆温
度低于２号堆、３号堆；表３显示，４号堆的微生物菌落数普遍
比３号堆低１个数量级。本现场试验的生物强化对提高有机
物降解效率作用不显著。分析原因，微生物菌剂是采用原土

在实验室中驯化、培养的混合菌种，并非针对某些难降解有机

物筛选出来的优势降解菌种。在培养基中扩大培养时自然淘

汰了一部分优势降解菌，存留下来的既有降解菌种，也有其他

菌种。投加到生物堆中后一部分降解菌株因不能适应自然环

境而死亡，一部分其他菌种因竞争营养源而抑制了土著优势

降解菌株的生长，导致微生物菌群数量和活性提高不明显、污

染物降解速率不高。从经济角度分析，制作高浓度微生物菌

剂的费用很高，驯化、筛选针对某些有机污染物的优势菌种的

技术成本更高。如果实际工程处理对象不是此类高浓度、有

毒、难降解有机物，在修复工期足够，并且生物刺激工艺能达

到良好修复效果的前提下，出于经济性考虑，则没有必要采用

生物强化。

３．２　技术成本分析
本次生物堆现场试验的技术成本包括基础设施成本、管

理成本和运行成本。基础设施成本包括试验场地平整及防渗

费用、水电路改造费、土壤挖掘及短途运输费、鼓风机房建设

费和建堆人工辅助费等。管理成本即现场试验运行期间值班

监管人员劳务费及交通费等。生物堆运行成本包括堆料费

（秸秆、菇渣及肥料）、设备费（曝气管材及安装费）、水电费、

翻堆２次的机械租赁费、微生物菌剂定制费和样品检测费等。
前２项均摊到每个生物堆，第３项中翻堆费用和微生物制剂
费用按照各堆实际消耗情况计算，其余的均摊。各生物堆的

成本分别是：２号堆５９７元／ｍ３、３号堆６７３元／ｍ３以及４号堆
７８６元／ｍ３。
３．３　最优工艺条件

从不同运行工艺的污染物降解速率、技术成本及工程实

施的可操作性角度，综合环境效益、技术指标和经济效益３方
面因素考虑，本现场试验的最优工艺方案是３号堆的 “１．０％
秸秆＋２．０％菇渣＋主动曝气 ＋底部被动曝气 ＋翻堆”，其次
是２号堆的“１．０％秸秆＋２．０％菇渣 ＋主动曝气 ＋立体被动
曝气＋不翻堆”。

４　结论

添加１．０％秸秆和２．０％菇渣作为土壤结构改良剂改善
生物堆孔隙度，有利于堆内部通气供氧。菇渣提高生物堆初

始有机质含量，刺激微生物增殖，提升堆体温度，对于提高有

机污染物降解率具有积极意义。

进行主动曝气和被动曝气改善土壤内部好氧环境，为微

生物新陈代谢提供充足的氧气。定期翻堆利于整个堆体内部

环境的均质性，促使微生物菌群密度均匀，提高有机污染物降

解效率。立体被动曝气系统能实现持续曝气和通水，利于有

机物的降解。

本研究的生物强化作用未能大幅度提高有机污染物降解

速率。若非处理高浓度、生态毒性大、难降解的有机物，且无

修复工期的限制，采用生物刺激方式即可大幅提高微生物降

解有机污染物的效率，具有成本低、易于实施的优点。

本现场试验的最优工艺条件是“１．０％秸秆＋２．０％菇渣＋
主动曝气＋底部被动曝气＋翻堆”，技术成本６７３元／ｍ３；其次
是“１．０％秸秆＋２．０％菇渣 ＋主动曝气 ＋立体被动曝气 ＋不
翻堆”，技术成本５９７元／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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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闫毓霞．利用土著微生物修复胜利油田含油污泥的工业实验
［Ｊ］．石油与天然气化工，２００８，３７（３）：２５５－２５８．

［２３］范建军，张　华，谢震震．堆肥在土壤生物修复和污染控制中的
应用［Ｊ］．环境卫生工程，２００５，１３（３）：４６－４９．

［２４］田　炀，杨风林，柳丽芬，等．堆肥技术处理有机污染土壤的研
究进展［Ｊ］．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２００２（１２）：３１－３７．

［２５］ＳａｂａｔｅＪ，ＶｉｎａｓＭ，ＳｏｌａｎａｓＡＭ．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ｃａｌｅｂｉ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５４（１）：１９－２５．

［２６］黄　健．生物堆模拟法修复苯并［ａ］芘和二苯并［ａ，ｈ］蒽污染
土壤［Ｊ］．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１２，２８（（２）：２２１－２２４．

［２７］王　翔，王世杰，张　玉，等．生物堆修复石油污染土壤的研究
进展［Ｊ］．环境科学与技术，２０１２，３５（６）：９４－９９．

［２８］ＬｅｉＪＹ，ＳａｎｓｒｅｇｒｅｔＪＬ，ＣｙｒＢ．Ｂｉｏｐｉｌｅｓａｎｄｂｉｏｆｉｌｔｅｒ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ｆｏｒ
ｓｏｉｌｃｌｅａｎｕｐ［Ｊ］．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４，６（１）：５６－５８．

［２９］钱　翌，梁昌金．污染土壤中菲的修复技术研究进展［Ｊ］．生态
环境学报，２０１３，２２（１）：１７６－１８２．

［３０］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ＫＳ，ＰｕｕｓｔｉｎｅｎＪ，ＳｕｏｒｔｔｉＡＭ．Ｂｉ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
ｕｍ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ｂｙ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ｉｎｂｉｏｐｉｌｅ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１０７（２）：２４５～２５４．

［３１］姜　林，钟茂生，夏天翔，等．工业化规模生物堆修复焦化类
ＰＡＨｓ污染土壤的效果［Ｊ］．环境工程学报，２０１２，５（６）：１６６９－
１６７６．　

［３２］杨丽丽，董肖杰，郑　伟．土壤改良剂的研究利用现状［Ｊ］．河
北林业科技，２０１２，２：２７－３０．

［３３］张晓海，邵　丽，张晓林．秸秆及土壤改良剂对植烟土壤微生物
的影响［Ｊ］．西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２４（２）：１６９－１７２．

［３４］申源源，韦武思，孙荣国，等．秸秆－膨润土－ＰＡＭ改良材料对
沙质土壤田间持水量的影响［Ｊ］．西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３５（１）：
４３－４８．

［３５］王德汉，项钱彬，陈广银．蘑菇渣资源的生态高值化利用研究进
展［Ｊ］．有色冶金设计与研究，２００７，２８（３）：２６２－２６６．

［３６］张　晶，林先贵，李?桢，等．菇渣和鼠李糖脂联合强化苜蓿修
复多换芳烃污染土壤［Ｊ］．环境科学，２０１０，３１（１０）：２４３２－
２４３８．　

［３７］林始联．用蘑菇植床废料生产土壤调理剂［Ｊ］．磷肥与复肥，
２００２，１７（３）：７２－７３．

［３８］王　兰．环境微生物学实验方法与技术［Ｍ］．北京：化学工业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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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上接第２８０页）
［１１］仇　微，王亚南，胡清玉，等．浸果处理后苯醚甲环唑在贮藏苹

果中的残留动态［Ｊ］．农药，２０１３，５２（８）：５９０－５９２，６１９．
［１２］王　军，温家钧，边侠玲，等．柑橘和土壤中苯醚甲环唑残留动态

研究及安全性评价［Ｊ］．西南农业学报，２００９，２２（３）：６４４－６４７．
［１３］初　春，王志华，秦冬梅，等．苯醚甲环唑在芹菜及其土壤中的

残留测定和消解动态研究［Ｊ］．中国科学：化学，２０１１（１）：１２９－

１３５．　
［１４］安晶晶，刘新刚，董丰收，等．苯醚甲环唑在番茄和土壤中的残

留动态研究［Ｊ］．环境科学研究，２００９，２２（７）：８６８－８７２．
［１５］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农药登记残留田间试验标准操作规程

［Ｍ］．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６］韩丙军，谢德芳，吕岱竹，等．３种农药在豇豆生产过程中的消解

动态［Ｊ］．农药，２０１２，５１（７）：５２０－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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